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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  进

【内容摘要】  本文以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

裕、贫困的源泉》为例，总结和批评西方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在东方发展现实面前显露的局限性，

并基于儒家社会经济发展思想及已构建的简要的儒家经济学框架，对东方经济体的成功发展进行分析，

以此进一步推动儒家经济学的构建。首先，通过东西方发展思想的比较，对上述著作的一般前提和方法

论进行探讨；其次，进一步分析西方制度决定论存在的局限，比较东西方理论存在的重大差异，论述儒

家理论中的经济概念的内涵，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东方发展制度的合理性；再次，分析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对东方及中国制度的误解，这不仅影响了其对中国的认识，也影响了该理论自身的发展；第四，以日本

的发展为例，论证了东方发展模式并非遵循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并根据日本发展事实总结了新的发展理

论模型；最后，在进一步阐述新发展模型的同时，从更深入的层面分析儒家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思想及其

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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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儒家经济学以经济发展和增进经济福利为主要

研究课题。本文基于儒家经济学视角对德隆·阿西

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以下简称 A&R）共著

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①

一书展开批判性探讨。

日本对于儒家经济学最初预备性考察，可以追

溯到 33 年前。此后，笔者算是第一个真正开始研

究的，可以说儒家经济学的思想在日本几乎完全被

众人所忽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波兹南斯基教授是

国际学术界另一位致力于儒家经济学研究的学者。

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诞生地，近年来也出现了几

位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开始关于儒家经济学的研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基于儒家思想对阿西莫格鲁等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批判

    ①  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教授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Robinson）教授（文中简称 A&R）2012 年共

同出版了 Why Nations Fail: Origins of Power, Poverty and Prosperity 一书，该书日译本题目为『国家はなぜ衰退するのか，権力·繁

栄·貧困の起源（上、下）』（鬼泽忍译，早川书店，2013 年版）。中译本书名译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贫困的源泉》（李

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年版）。为便于中国读者了解相关内容，本论文对该书书名的翻译采用李增刚的译法（译者注）。

本刊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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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几种相互间既存在差异又

互相补充的经济学范式，儒家经济学是新增加的一

种范式，具有使经济学体系更加丰富的使命。这就

意味着，将来除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进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及凯恩斯

经济学等经济学说之外，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还会新

增一章，那就是另一种同样具有竞争力的思维范

式——儒家经济学。从积极的意义来讲，儒家经济

学可以说是经济学研究史上，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富有革新精神的学说。

为了更加系统地构建和发展儒家经济学，对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的理论和观点，笔者将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与 A&R 进行学术商榷。

世界上绝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实现经济

的腾飞，一些新兴国家即使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也

难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A&R 就在《国家为什么会

失败》中具体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为何只能是发展中

国家，为何只能持续贫困而无法实现繁荣？是什么

力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A&R 认为关键是该国

是否建立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制度。包容性经济制

度强调私有权、保证机会平等、投资新技术和新技

能；包容性政治制度包括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一

定程度上实现中央集权、法治，藉此确立坚实的所

有制基础及包容性市场经济的制度。

从一般意义上说笔者能够同意 A&R 的这个命

题。但是，问题是根据以往经验，被认定为汲取性

制度的国家往往在经济上实现了繁荣，并保持持续

繁荣。可见，A&R 忽视了宝贵的经验，而单纯地认

为没有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就没有可持续性经济繁

荣，这种观点过于跳跃、不符合逻辑。为何明治时

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取得了成功，为何现

在中国正在逐渐走向成功？在该书中 A&R 给予了

中国最大的关注，并将中国定位于汲取性制度体系

之下。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做才将实现经济的起飞，或者能够

实现经济的起飞；

第二，实现经济起飞之后该如何迈进发达国家

之列；

第三，正如 A&R 所言，起飞后该如何保持持

续的经济繁荣。

经济发展论和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前两个问

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发展中经济体转为发

达经济体的有韩国和新加坡及台湾和香港地区。中

国发轫于发展中国家之列，2010 年 GDP 超越日本，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 2018 年 GDP 将是

日本的 3 倍。中国人均 GDP 不满 1 万美元，仍未脱

离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而且中产阶级的比例

约占全国人口 30%，因此还不能称之为发达国家。

但是，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最早将在 2022

年至 2027 年间一定能达到这两项标准，成为发达

国家。

从经世济民的观点来看，儒学认为没有经济

发展，就无法保证民生福祉，但经济发展却是以

功利主义的成功作为目标，这就违背了经济发展

的“仁”，从而阻碍世界的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的日本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日本推行现代化（即

“西欧化”），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经

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大正末期，暂且成功实现

了经济发展这一功利主义的目标，成为了世界二流

发达国家。同时，霸道、霸权这一现代化的负面影

响也逐渐凸显出来，再加之极端“神国思想”的作

用，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在昭和初期，向

中国等国发动了大规模侵略战争。明治时期以来，

日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翻译和学习西欧经济学上，

如果当时用系统的儒家经济学取而代之，或是在西

欧经济学范式的基础上加入儒家经济学理论，那么

日本或许就会避免采取对中国等国的侵略政策。
①

 

A&R 将苏联的鼎盛期、韩国朴正熙时代的工

业化、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显著的经济发展、台湾地

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当今中国持续 40 年的快速

发展都看作是汲取性制度下的发展。韩国、新加坡

和台湾地区都通过高速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发达经济

体。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A&R 只提到了幕府时期

    ①  1911 年，陈焕章撰写出版了《孔门理财学》一书，该书得到了约瑟夫·熊彼特、凯恩斯、马克斯·韦伯等著名学者的关注，

不知它是否被当时盛行的翻译经济学的日本学者所知晓。遗憾的陈氏所著的这部儒家经济学巨著存在一个误区，即他试图追求儒

学经济学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的统一性。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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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川日本，却对明治时期的日本只字未提。A&R

仅仅承认了这些经济体在汲取性制度下实现了举世

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对于这些经济体为何可以

成功地实现经济发展却缺少有力的理论分析。

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

主》一书中曾提到，在经济方面，市场导向型的权

威主义要比民主主义更具优势。从这一角度，弗朗

西斯·福山认为，东亚地区高速经济发展都是在市

场导向型权威主义的体制下实行的，它们追求权威

主义的优点，同时避免了民主主义的缺陷。笔者曾

提出“准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将自由市场经济和

权威主义的优点相结合的一种制度，这就是儒家经

济学的研究对象——儒家体制（Confucian system）。

人们经常提到“日本型经济体制”，但“日本

型”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这一点一直没有明

确。它是否意味着缺乏普遍主义思想的神国思想和

国学思想（日本主义所鼓吹的思想）呢？日本人常

说，神佛、神儒、或是儒佛的和谐共生，也就是说

日本思想体系是由神道、佛教、儒教三个支流汇合

而成。这三个要素中，有着普遍主义思想的是佛教

和儒教，佛教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关心。究其

原因，是因为从原理上来讲佛教本来关注的是个人

的救赎，使人摆脱欲望的束缚，并不是与政治权力

相关的经世济民思想。要谈经济发展、经济民生，

一定会涉及到集权的政治权力，而经济发展也必然

会时时伴随着非道德和反道德的因素。儒家思想与

政治（世俗世界）、道德（神圣世界）密不可分的，

它可以在内部通过“神圣世界”制衡“世俗世界”

中的负面因素。

一、《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方法论及其前提

是否正确

当今世界，各国间经济差距巨大，有的国家繁

荣，有的国家贫困。A&R 认为，这种局面是在过去

200 年间形成的，其历史起源不能追溯到更远，其

发端应该是 1800 年之后。1800 年是日本明治维新

前 68 年，也是中国清朝的嘉庆年间（1796-1820）。

对于存续至今的上述现象，需要用理论来分析。构

建这一理论，不仅要究明促进繁荣和导致落后的因

素，还必须把握其历史根源。A&R 在其著作中就

提出了理论方案，所谓“成功的理论（a successful 

theory）”，并非是忠实地再现细节，而是为广泛的

过程提供可靠且有益的解释说明，同时明确主要是

何种力量在发挥作用。

何为成功的理论，它的作用是什么？所谓成功

的理论，首先，并非是忠实地再现细节；其次，对

一系列过程提出有益且可靠的解释；再次，明确主

要的推动力量。因此，该理论由两个阶段构成：第

一阶段，厘清包容性和汲取性政治、经济制度之间

的区别；第二阶段，说明为什么世界上某些地区会

产生包容性制度，而其他地区却没有？理论第一阶

段是从制度层面解释历史，第二阶段是分析历史发

展过程中的制度演变的轨迹。

A&R 的理论核心就是要确认包容性政治、经济

制度与繁荣的关系。

包容性经济制度，体现在强化私有权、创造

平等的机会、鼓励对新技术和培训教育的投资等方

面，因此，包容性经济制度较汲取性制度更容易促

进经济增长。包容性政治制度，倾向于广泛而多元

地分配政治权力，实现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并以

此建立法治，从而确立坚实的所有权基础及包容性

市场经济的制度。

汲取性经济制度就是少数人占有多数人所拥有

的资源，私有权不受保护，不支持经济活动。汲取

性政治制度的特征是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些

人为了私人利益极力维持并发展汲取性经济制度，

再利用他们所得到的资源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
[1]

A&R 认为，所有精英都会为了占有更多的资源而不

遗余力地促进发展，所以汲取性制度如果实现了最

低限度的中央集权，那么至少就有可能实现一定程

度的发展，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但重要的是，汲取

性制度下的发展往往无法持久，其因有二：

其一，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创新，创新又与创

造性破坏不可分割。创造性破坏不仅会引发经济上

的新旧更迭，还会动摇政治上的权力关系。支配着

汲取性制度的精英们，惧怕这种创造性破坏并予以

抗拒，所以在汲取性制度下培育出来的增长最终也

是短命的。A&R 就将中国划为汲取性制度国家，但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模仿欧美技术并致力于

掌握全新技术，近几年中国更是准备脱离模仿阶

段，极其重视改革创新（innovation）（这一点典型地

反映在中国政府制定的发展政策“中国制造 2025”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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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中国的现实与上述的制度内涵有根本的不

同。明治时期的日本也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知识分子努力模仿欧美的科学技术，如果没有

前人模仿的过程，后人也不会创造出新生事物。相

反，前人为了自己的尖端技术不被盗取，也十分注

意“技术垄断”。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就制定了相关政策，禁止对外输出重要的科学技

术。

其二，如果支配汲取性制度的社会阶层，通过

牺牲社会大部分人的利益来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那么汲取性制度下的政治权力就会成为众人垂涎的

目标。为了得到它，众多集团和个人就会为之开始

各种纷争。这些势力将导致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从

而导致经济的不稳定。A&R 曾说过，理论不是忠

实地再现细节，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福山从政治

学的角度对此作出了如下的表述：“我这本书的目

的就是避免落入过度的抽象化（很多经济学家的通

病）和过度具体化（很多历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者

的通病）的窠臼，中庸地阐述理论”，
[2]

“结果，即

使可以表述一般的框架，也无法形成可以预测政治

制度发展的理论。经济学家可以通过某些理论推动

经济发展，而我无法形成一套与之匹敌的加速政治

变革的理论。无论何种政治制度，推动其发展的要

素纷繁复杂，即使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也可能会左右

政治的发展。”
[3]

福山还提到哈罗德、多马、索洛

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

是还原主义，是否能够充分解释发展中国家实际正

在发生的经济增长现象是令人质疑的。
[4]

理论的形

成不只需要关注现实，还需关注过去，必须避免过

于细节的事实再现和过度抽象的还原主义。“中庸”

与辩证法相关，笔者比较同意福山的观点，认为他

所说的“中庸理论”十分重要。

A&R 的著作在方法论上具有如下架构：

第一，人们有着一种将功利主义作为前提的人

生观，即在快乐与痛苦的相对关系中，人们在行动

时往往会将痛苦最小化，将快乐最大化。

第二，人们仅仅用现在的视角去判断过去的事

件。不仅仅是现在，即便是在过去的环境中也缺少

多角度观察现象的能力。

第三，由于缺少在过去的环境中观察现象的能

力，在论及例如苏联与其诞生的时候，就不会对帝

政时期发展程度较低的俄罗斯资本主义与英美德资

本主义两者关系展开论述。另外，对于比较经济体

制这一概念也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实只要提及中国

和苏联，就无可避免要提到发展经济学和比较经济

体制学。

比较经济体制学的研究课题，是资本主义体系

的类型学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何种经济体制适合

经济发展。因此，比较经济体制学研究与经济发展

理论直接相关，反之，也意味着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也少不了比较经济体制学的观点。

儒家经济学首先就反对功利主义路线。在儒

家思想中，“经济”就是经世济民，而新古典派经

济学却不持有这样的“经济观”。欧美经济学从古

希腊继承了经济的内涵，“经济”是对稀缺资源的

管理。两者对于“经济”内涵的理解存在着本质性

的差异。佛教和儒教的差异，就是佛教关注救济

个人，而儒教则不忘经世济民。严格区分“义”与

“利”、“天理”与“人欲”，以前者为善，后者为

恶，这就是所谓的朱子学之道。
[5]

“无为”并不是

不作为，而是从感性的倾向性出发，追求胸怀上自

由和道德的纯粹性。
[6]

波兹南斯基充分认识到，莱

昂内尔·罗宾斯式的经济观和中国儒家经世济民的

经济观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此基础上他将改革开

放后中国的体制进行了具体的假设，即将现在的中

国体制假设为儒家体制，并最早撰写了尝试构建儒

家经济学的英文论文。

从西方的“经济”概念出发，在逻辑上最后都

会归结为如 A&R 那样的论述。在新古典派经济学者

中，也有人严谨地思考“经济”的内涵，完全不认

同“经世济民 = 经济”的观点。日本很多经济学者，

包括新古典派经济学者在内，都把“经济”当作是

“经世济民”的意思来使用。但是，考虑这个概念与

中国思想、儒学之间的关系，他们似乎并非是在深

刻理解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因此，在此还需赘述一

下与“经济”概念相关联的儒家经济思想。
①

 

在 儒 家 思 想 中， 对 逐 利 是 否 定 的， 所 谓 的

“利”是指以具体结果为目标的行为。
[7]

当然这并

    ①  关于西欧的“经济”概念可以参考小野进著《近代经济学原理》( 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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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味着不关心成果或结果。最理想的状态是动机

纯洁，而且此动机恰好与事情的结果相一致。动机

不纯即使结果再好，那也是不道德的，这样的事情

即使在战术上成立，在战略上也是不成立的。德川

时期日本伟大的儒学家、日本经世论第一人熊泽藩

山，在其著作《集义和书》中就批判过当时以金钱

为中心追求“利”的社会风气，他如是写到：“凭

借数十年奢靡之风发家致富者不计其数，但若此

成果不惠及至众多贫苦大众，又怎能称之为仁政

呢。”
[8]

以下引用小岛佑马所撰论文《儒道二家经济

思想的特征》对此加以进一步说明。自古以来，中

国的经济思想就包含于儒家广义的政治思想中，因

此通过钻研儒家学说就能够大体掌握中国自古以来

的经济思想。有人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单纯的道德思

想，其经济观也是道德学者的经济观，其实这是一

种错误认识。儒家确实尊重道德，但并不意味着站

在道德学者的角度尊重道德，而是作为政治学者去

尊重道德……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固有政治，

实际上是被道德规范出来的政治。无论在任何时

代，知识阶层具有怎样的世界观以及品质，都会对

国家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有着四千年历史文化的

中国，至今自然科学尚不发达，也没有机械发明，

西方各国的文化则非常年轻，中国的物质文明并没

有获得显著发展，这在今天会让很多人感到费解。

其主要原因概而言之，自古以来左右中国政治的知

识阶层，其经济观与西方近来的经济思想出发点有

所不同。再具体点说，在经济欲望方面，以往的中

国与西方所关注的重点大相径庭。”
[9]

西方和儒学（中国）关于人的欲望观大为不

同，具体可分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西方对于欲望的定位：在无限的欲望

下创造财富。原本西方发展物质文明，在思想上的

原因就是正统经济学的兴起，放任人的欲望无限扩

大，并通过创造财富来满足欲望。与之相反，中国

自古以来并不是觊觎获取财富满足欲望，甚至是无

限限制欲望，从而获得满足。
[10]

其二、儒学对于欲望的定位：在被限制的欲望

下生产必需品。比起如何创造财富，儒学更关心如

何限制欲望，虽然也会有创造财富的相关论述，但

那也是在被限制的欲望下创造财富，也就是生产最

低限度的必需品。儒学认为生产会刺激欲望， 故不

宜过度促进生产。
[11]

孔子的欲望限制和孟子的寡欲说，到了宋代

受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逐渐转为主张无欲。否

定经济欲望是不现实的，因此无欲说主张的是“听

天命而为之”，要求达到一种对经济欲望“漠不关

心”的状态。在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中，偶尔也会出

现与道德相比应更加尊重经济的言论，但这并不意

味着重经济而轻道德，也没有违背其基本思想。实

际上，重道德也不能让经济体制崩塌，因为政治的

目的不是拥有充足的经济资源。同时，为了让平民

能够实践道德标准，必须保证安定的经济生活，因

此，这只不过是孔子在阐述相对于道德而言经济

具有的优势。经济的充足是王道的开始，而不是终

极目的。从经济政策顺序角度来看，经济应先于道

德，而从人们生活价值角度来说，应是道德至上，

经济、军备等因素都不能先于道德。

但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有例外，那就是西汉的

司马迁，他全面肯定利己主义。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中，如果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那么这就符合整

个社会的公益，这种观点和亚当·斯密十分相似。

司马迁的观点和主流的儒学完全不同，他认为随着

社会进步，人类的欲望也会越来越大（《史记·货

殖列传》）。他在《史记》中也通过列举丰富的事

例来论述，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为了追求私欲而不

停奔走，与其干涉指导不如放任自由，这样政治反

而会更加顺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

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

荀子被认为是儒家的异端，但在主张限制欲

望上，他却和正统儒学相同。荀子虽为儒家，却以

主张“性恶论”为众所知。他认为善是人为的，如

果人一出生就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那也不需要圣人

出来说理讲道了。荀子“性恶论”的根据，是人本

来就有无限的欲望，这就造成人迹所至之处皆存在

危险，因此必须用道德调整人的欲望。另外，荀子

认为“礼”就是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志。实现欲望的

程度并非众人一致，而是会根据人的社会地位有所

差异。汉代以后直至帝制末期，儒家思想一直是中

国政治的指导思想，因此这样的欲望观就是历代经

济政策制定的基础，当然也支配着中国人的经济生

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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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思想立足于欲望限制论，整体上呈

现出以下几种特点 :

其一，关于消费论。禁止奢侈，重视节约。

其二，轻视工商业的思想根深蒂固。其原因是

工商业会助长奢靡之风，促进无用的生产。轻视交

换媒介也是轻贱商业的必然结果。

其三，关于分配。政治有必要保障个人最低限

度的生活需求。
[13]

资本主义文明绝不会产生反欲望、反商业、反

工业的思潮，这也是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

因。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必须解放欲望，推进工商

业的发展。明治政府就是在德川儒学精神的信条下

诞生的。
[14]

但与当时的中国有所不同，明治政府一

边有效地控制国民欲望，一边吸收资本主义制度，

发展工商业等各种产业和对外贸易。当然，当今中

国的思想绝非反欲望、反商业、反工业、反市场经

济、反自由贸易。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策是通过

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刺激人民此前被抑制的欲望，以

此来推动经济发展。

儒学方法论（Confucian Methodology）即儒家思

想，承认人性包含着欲望膨胀的冲动与寡欲、禁欲

或者无欲的两个方面，既肯定革命又否定革命，儒

家思想既具备独裁的要素，又具备无政府的要素。

如果仅仅看前者独裁政治这一要素，那么就会将儒

学误解为专制思想。另外，儒学中也包含世界主义

和民族主义两个要素。《丸山真男集别集第四卷：正

统与异端（1）》中这样写道：“在儒学中并存着两

种观点，一是贤者或德者当为一国之君，二是有着

纯正宗室血统的人当为一国之君。孟子认为两者皆

可（《孟子·万章上》）。因此，唐虞三代时期，既

有尧舜禅让，又有夏商时期的世袭。也就是说，在

儒教中，德治主义和血统主义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

问题，二者并行不悖。最先将两者作为二选一问题

提出的应该是本居宣长吧”。
[15]

这种儒学方法论虽

然同时包含两个对立要素，但它并不是黑格尔、马

克思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16]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知识

分子经世济民的精神、使命与时间观念

A&R 的核心论点是：“经济的增长、繁荣与包

容性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紧密相连，汲取性制度会

导致经济的停滞和贫困。”
[17]

（一）A&R 如何理解绝对主义、汲取性制度以

及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

重商主义是政治绝对主义在经济层面的对照

项，反之经济层面的重商主义对照项也可以视为政

治绝对主义。重商主义就是去除产业资本世界中的

零和博弈。亚当·斯密就曾激烈地批判过这种零和

博弈观点。
[18]

一个国家如何从汲取性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

并藉此走向繁荣，这是 A&R 研究的主要课题。中

国近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他们将中国

作为首要研究对象。美国对中国采取戒备态度应

该是始于 2012 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于同年出

版，这难道是巧合吗？另外，钓鱼岛事件矛盾激化

也发生在 2012 年。笔者不赞同将中国定位为汲取

性制度国家，而 A&R 却将如今的中国看作是汲取

性制度国家，并对此十分关注。

包容性政治制度是指广泛而多元地分配政治

权力，实现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其结果是确立法

治、确立坚实的所有权基础、确立包容性市场经济

制度。
[19]

A&R 乐观地认为，只要是在包容性制度的

背景之下，任何国家都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换言之，包容性制度和自由民主主义虽有所区别，

但从逻辑上讲，在自由民主主义的背景下任何国家

都可能实现持续发展。而在发展中国家里，没有一

个国家通过实行自由民主主义制度，实现经济持续

增长从而成功步入发达国家之列。他们认为自由民

主主义国家能够实现持续发展，而汲取性制度国家

则无法实现。苏联在某一时期内出现了高速发展，

朴正熙时代的韩国、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以及蒋介

石时代的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为众所知，包括明治

时期的日本，在 A&R 的制度分类中，都一概纳入

到汲取性制度之中。但是，把上述国家、地区与朝

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等量齐观则必然是错误

的。

根据 A&R 的论述，在汲取性政治制度的国家，

虽然有所反复，但权力还是集中在有限的少数精英

手中，是权力行使几乎不受制约的一种制度。这些

精英为了从其他人手中占有更多资源，进而建立了

相应的经济制度。A&R 无视各国的制度、风俗、历

史及特殊性等因素，将上述国家和地区与当今的中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7日本研究·2019 年第 1 期

国及朝鲜混为一谈，将之都归为汲取性制度，显然

这种观点存在严重缺陷。另外，作为汲取性制度，

A&R 也对欧洲绝对君主制和亚洲绝对主义的各种事

例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欧洲历史上存在绝对主

义政治制度，在那些实行汲取性制度的国家中，权

力分配都集中在特定阶层，因此政治权力不受任何

制约。
[20]

其实也并非如此，即便是中国历史上的皇

权也会受到制约。

A&R 关于国家的定义沿袭了马克斯·韦伯的

观点，即所谓国家是“合法行使垄断暴力的机构”。

绝对主义政治制度有两个特征：一是权力分配集中

在小范围内，二是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理论上暂且

不说，现实中的绝对主义权力是受制约的。A&R 曾

说过，国家若没有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就没有可

持续的经济发展。新古典派经济学在理论上否定国

家介入，A&R 前述论断正确之处即是对此予以否

定。政治制度支撑着经济制度，反之经济制度也支

撑着政治制度，笔者赞同 A&R 的这个方法论。分

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缺一不

可，而在传统学院派的专业划分体系之下，有着一

种思维定式，即仅用政治学的观点来分析政治制

度。

A&R 的著作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事实，

同时他们也提出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

行包容性制度的理论，对此让人难以赞同。该书向

我们介绍了非洲（塞拉利昂、津巴布韦、刚果、坦

桑尼亚、纳米比亚、马达加斯加）、拉美（墨西哥、

阿根廷、秘鲁、牙买加、古巴、海地）、中东（埃

及、土耳其、约旦）地区非常丰富的信息，如统治

阶层官僚的腐败与无知、贫困与对外援助、经济政

策失败的实例以及贫弱的制度等。A&R 认为以上国

家如果实行包容性制度，都能够走上国家发展的轨

道，在理论上这种预测过于简单，也是笔者认为此

书无价值之处。

（二）A&R 著作中有关文化圈中时间认知差异

的缺失

A&R 认为现在中国实行的是汲取性制度，也承

认汲取性制度下的中国经济正经历着高速发展。同

时指出，如若中国不转向包容性制度，就不能维持

可持续性发展，而这种转型只是时间的问题。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或受

挫、或停滞不前，而中国的 GDP 现在已跃居世界

第二。中国依然具有发展中国家特征，但城镇中产

阶级比重已达 60%，全国平均 30%。取得如此成绩

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政策，这是伟大的功绩。

2018 年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中国将在稳定的政

治环境中持续发展。实行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解

放了人们自由的私欲，这就很容易产生无秩序、贪

污等乱象。习近平主席通过强化体制，一边遏制各

种乱象的发生，一边不断推进改革进程，力求克服

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进而将全国中产阶

级比例提高至 60%，让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达

国家。中国的知识阶层为了克服“中等收入国家陷

阱”这一难题也花费了不少功夫，如果不能解决未

来包括生产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等科学技术问题，

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

“中国制造 2025”（2015 年 7 月 25 日国务院通

知）就是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所出台

的整体性产业政策。明治时期日本出台的产业政策

是“殖产兴业政策”，但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时期，这一政策却被很多欧美国家批判为“利益均

沾式”的产业政策。美国也批判“中国制造 2025”

是一套盗用知识产权的政策。参照技术落后的明治

时期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产业政策，不

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日本无法自主研发、制造大

型航空器的发动机，当然中国亦是如此。笔者认

为，如果中日双方能够共同开发研究航空器发动

机，那么定将更快走向成功。

时间为何是从过去流向未来？海德格尔在《时

间与存在》一书中提到，“我”就是“世界”—“在

此中”—“存在”，“我”与“世界”是通过时间性

建立的联系。笛卡尔的合理主义和理性主义观点，

认为独立的精神与世界、物质无关。现代物理学相

对论认为，“我”只能存在于时间性之中，过去和

未来是完全对称。
[21]

A&R 关于时间观念利用的是比较静态学方法，

像是从空中飞行器上瞬间抓拍照片一样，中国的

GDP 一跃升至世界第二，尽管积累了庞大的资本，

但人均 GDP 还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产阶级比例

不过 30%。这是一个极其静态的分析，缺乏动态的

分析和展望。在儒学中有一种观点叫做人人为公的

“大同思想”，主张克服自我设定的界限，是具有时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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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性的动态思想。农耕社会以前的人类，可以说是

在瞬间概念中度过的。人类拥有时间观念始于农耕

文明，儒学也诞生于农耕社会，所以儒家思想中也

体现着农耕社会的时间观念。因此，在儒学思想

中，时间是无限大的，不存在“瞬间”“现在”“此

刻 ” 这 样 的 时 间 观 念。A&R 就 是 在 用 这 种“现

在”“此刻”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认为中国存在

较大的贫富差距，所以是汲取性制度国家。

A&R 不过是用物理学的时间和生物学的时间

看待世界。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活动，遵循物理

学和生物学的时间规律进行，但 A&R 忽视在物理

学、生物学的时间概念深层中，潜藏着因文化而截

然不同的时间概念，它影响着人们对于时间的综合

认知。根据不同的文化，时间概念也可分为几种类

型。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一书

中做了如此分类：第一种是在有起点和终点的线段

上行进的时间；第二种是在圆周上无限循环的时

间；第三种是在无限长度的直线上按照一定方向行

进的时间；第四种是无始有终的时间，第五种是有

始无终的时间。
[22]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世界中，时间是两端闭合

且有限的世界，它在直线上从起点向着终点流逝，

具有强烈的方向性，行进方向无法改变，更不可能

倒流。古代中国的时间观属于第四种类型。对于中

国来说，在理性和精神层面天地是没有开端的，因

此时间也没有起点。另外，古代中国也不存在末世

论，认识时间是无限的，
[23]

因此无需急躁。在日

本，从战前开始，九鬼周造就在《时间论》一书

中，从哲学的角度中讨论了时间是什么的问题，同

样也有许多其他文献。但在笔者看来，仍需要更加

深入地研究时间与文化的关系。

（三）A&R 未能认识到经世济民精神的重要性

拥有经世济民精神的知识分子（知识阶层）引

领了明治日本的经济腾飞，他们发挥的作用至关重

要。
[24]

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无论哪个国家都

需要儒家所说的具有经世济民精神的精英阶层。读

A&R 的这本书就能知道，上述非洲各国就欠缺这种

关于精英阶层及其作用的讨论。A&R 认为，精英终

归是人，归根结底也是动物，都逃不过私欲和控制

欲的诱惑。现代西方世界的混乱和危机的原因，大

约始于 30 年前的某个时期，当时精英阶层开始鼓

吹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全球化，从经世济民的责任中

逃脱出来，放弃了精英应有的使命。

“贫困国家犯错其实和无知、文化几乎没什么

关系……贫困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掌握权力者选

择了产生贫困的道路。他们犯错不是因为误解与无

知，而是故意为之。”
[25]

理解这句话就要跨越经济

学家的意见，“由现实来决定又当如何？”这属于政

治与政治过程层面的政治学问题。“理解政治，对

于解释世界上的不平等现象极为重要。”
[26]

经济学

将政治问题业已解决作为前提。A&R 引用了著名经

济学家阿巴·勒纳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这一主

张，指出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科学之冠，是因

为它以政治学上的政治问题业已解决作为前提。然

而，这种错误的前提设置会导致经济学形式化，并

逐渐衰退，或是沦为游离于现实之外的一部分经济

学者的知识“游戏”。儒学却与之不同，它把经济

学作为政治学的一环考虑，并非是割裂地考察经济

学与政治学。

为了解释世界的不公平现象，依然需要经济学

理论。与此同时，在分析“各种政策和社会制度是

如何影响经济激励和行动”等问题时，也需要政治

学。

三、西欧社会科学的偏误

（一）西欧社会科学对中国理解的失误

西方文明的同一性是基督教，而东方文明的同

一性是儒学。在这里东方是指中国大陆、日本、韩

国、新加坡及香港和台湾地区。

笔者认同 A&R 在该书中的主题思想，但分别

研读每个观点时，感到有些不安。仅是粗浅理解的

话，会产生“确如作者所言吗”这样的疑问，继续

深究就会发现其中的错误。

该书第二章有一个无益的理论，即在讨论为何

会产生贫困国家的问题上，A&R 反驳了以往来用

来解释其原因的地理学说和文化学说，认为这是错

误的。但是，他们批判的未必就是真理。大约在 50

年前，围绕东南亚及南亚各国经济为何没有发展进

行了讨论，一般认为是由于该地区在地理上地处热

带导致的，当时日本国内一些顶尖经济学者之间就

此曾展开过认真的探讨。但是，新加坡显著的经济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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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和成功却为此提供了一个反证，于是将气候因

素视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地理学说遭到彻底驳斥。同

样，地处热带的非洲各国，也并非由于地理位置和

气候因素才导致了经济停滞。其原因应归结到历史

的、制度的、组织的、人力资源（包括有知识、有

道德的精英阶层的素质）、国民性（包括国民对公

共领域的敬畏）以及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

新古典派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著名经济

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上述问题潜心研究 30

年余年，在其所著《工业与贸易》一书中指出，英

格兰所处地理位置和气候因素是其得以强大和富庶

的源泉。英国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阶级对人生持

有严肃的态度，他们高度评价通过劳动获取物质上

的满足，相比那些徒有虚表的物件，他们更愿意生

产经久耐用的东西，而适宜的气候条件进一步增进

了这种倾向。

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学说认为新教

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西欧近代资本主义。但

是，A&R 却否定这个理论，他们的依据是宗教和经

济成功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信仰天主教的法国

在 19 世纪模仿荷兰和英格兰，不久便成功实现了

经济的发展，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也是如此，东亚

地区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都与新教没有关系。

但是，A&R 的论述不过是归结主义的错误示范，他

们仅通过观察事实和结果便武断地得出结论。

路德宗教改革（1438-1546）是近代的开端。

马克斯·韦伯把修道院中严格的禁欲和世俗世界的

禁欲区分开来，他提出了作为世俗禁欲的“天职”

概念，这与中世纪的价值观不同，在商业上谋求财

富被正当化，劳动也被视为世俗中的禁欲活动。儒

学伦理也是世俗世界的伦理，可以和马克斯·韦伯

所说的世俗伦理同等看待。儒学本质上是实学，
[27]

与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相辅相成，
[28]

适用于解释日

本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

A&R 认为，某国资本主义一旦确立，即使不是

加尔文派也能够接受资本主义，或不得不接受，所

以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和意大利也产生了资本主义。

即使是法国和意大利，在天主教和新教的对立与论

战中，也受到了新教影响，能够渐渐接受世俗禁欲

观，所以论战会使两个教派互相影响、趋同。1598

年，亨利四世的敕令就承认了法国对于新教的信仰

自由。在法国，优秀的工匠和勤奋的劳动者接受了

工业革命，形成了工业的雏形，开始基础设施建

设，并且先于英格兰拥有了公路和运河。但在工业

成果方面，法国向英格兰学习了不少。1685 年路易

十四世废除了亨利的敕令，拥有大量优秀技术的新

教教徒亡命英格兰，带去了最需要的技术知识。可

以说英格兰在工业上的成功，离不开这些新教教徒

卓越的技术技能，而 A&R 却完全忽视了这些事实。

A&R 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相互作用及其

发展作为方法论，将多元的自由民主主义作为绝对

的基准，认为中国是汲取性政治制度。下面把 A&R

关于政治制度的讨论和福山所著《政治秩序的起

源》（日译本翻译成《政治的起源》）相对照，比较

一下两者对于近代政治制度和对于中国的理解，可

以更清楚地明确 A&R 是如何偏向于西欧社会科学。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展望现代世界未来的

政治制度，提出了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中国问

题，一是关于有着深刻问题的自由民主主义未来的

问题。福山认为现代政治制度是由强有力的国家、

法治、负责制这三要素构成。具备这三个要素的西

方发展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并在世界上处

于优势地位。

关于第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国

家并实现了飞速的发展，但未来中国还存在以下几

个问题：

其一、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能长期持续？

其二、即使没有法治和责任制，是否还能够维

持政治的稳定性？

其三、国家和社会之间长时期的平衡被打破，

向国家倾斜的社会能否走向民主主义？

其四、中国在没有西方式的产权制度和个人

自由的状况下，是否能够推进最尖端科学技术的发

展？

总之，在西欧的社会科学中，产权、所有权是

最为受关心的事情，个人的自由也与之相关，这些

问题被不厌其烦的加以论述。笔者十分不解，为什

么在西方这些问题一直受到高度重视，但始终未达

成契合。而在东方，受到西欧社会科学 “恶” 的影

响，如今也开始执着于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权，例如

土地所有权。在东方，普通人过去是否也像现在一

样执着于所有权，这一问题还需进一步深入考察。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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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统的理论，在中国生产手段的所有制无论形

式上还是名义上都是公有制，因此中国依然是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但是，现在中国统筹管理金融、信

用和外汇市场，与生产手段的所有制形态无关，生

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价格完全自由形成，所以这

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出一辙。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德国纳粹经济和军国主义日本经济的生产手

段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也完

全统制价格。如果这样判定，那么经济体制的基准

就不是生产手段的所有制，而是产品价格是否自由

形成，即私有权下产品价格是否不受制约而自由形

成。如果以产品价格自由形成作为判断基准，那么

战时纳粹经济和军国主义日本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

济，因为当时两者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是配给

制。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关于自由民主主义未来的问

题。自由民主主义有哪些缺点呢？

其一、个人自由才是民主主义的正统性基础，

而一般人认为个人自由本身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笔

者也持这个观点。

其二、民主主义的缺点多种多样，也许这也是

国家的弱点。

其三、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无法做一个长期存

续的复杂决断。在民主主义国家印度，修复逐渐遭

到破坏的公共基础设施极为困难，这是由于既得权

益者利用法律体系和选举制度加以阻碍的结果；欧

盟主要成员国也不可能随意缩减那些明显负担不起

的福祉国家；日本虽是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却达到

了空前水准。

其四、美国必须着手解决长期的财政问题，政

治功能也陷入不健全的境地，强势的利益集团正在

主张削减支出和阻止增税。美国政治体制中，较强

的权力制衡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业已限定

了范围的问题，又增强了美国式意识形态的僵化

性。

欧美自由主义者右翼，主张“零国家”的观

点，其原因是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其实不需要国家的

存在。左翼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当前的政治战术

自不必说，从马克思到现在，本质上都提倡国家

无用论。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

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都认为，现在如果能够

削弱国家主权，代之以互联的“群体”（Multitude），

就可以消除经济的不平等。
[29]

在国家理论上，左翼

和右翼的观点一致。

有这样一个问题，传统西欧式的国家论是否

正确呢？“零国家”论也许不过是个幻想。实际上

它并非幻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区都是

自由主义者的天堂。撒哈拉以南整体就是个低税率

的乌托邦，政府征收的税金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10%。相比之下，美国是 30%，部分欧洲

国家达到了 50%。极低的税率并没有解放创业者的

精神，甚至使国家陷入了资金不足的状态，从而无

法填补医疗、教育、道路等公共事业的缺口。支撑

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法院、警察等极不完

善。索马里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就缺乏强力的

政府，普通人都持有一部用于袭击的半自动步枪，

有些人还有便携式火箭弹和防空导弹，更有甚者还

持有坦克。这与其说他们有保护家人的自由，莫如

说是别无选择”。
[30]

“自由的市场、强大的市民社会、

群众的智慧……这些东西担负着重要的作用，能使

民主主义发挥作用。但是，这些要素中没有一个能

代替一个有组织的、有力的政府”。
[31]

贫困国家之所以贫困不是因为资源匮乏，而是

因为政治制度没有发挥功能。因此，我们需要进一

步理解政治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二）古代中国尽管缺乏法治，但依然存在制

约皇权的力量

在世界伟大的文明体系中，唯有古代中国未曾

实现过法治。
[32]

由于没有制约皇权的法治，如果皇

帝施行暴政，就会导致专制。

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福山提出了以下四个基本

问题。

第一，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将中国视为“东

方的专制国家”。这种想法是出于无知、傲慢亦或

是欧洲中心主义吗？中国的皇帝比西方的君主拥有

更大权力吗？

第二，中国政治制度的正统性源自何处？中国

历史的重要特征，是反复上演起义、篡位、内战、

为建立新王朝的霸权争斗。即便如此，中国却总能

够恢复到平衡状态，人民会把巨大的权限让给统治

者，这样做的原因何在？

第三，虽然皇帝可以极度专横，但在专制时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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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皇帝为何没有最大限度地行使其享有的权限呢？

在没有法治的时代，也存在制约皇权的东西。皇帝

维持受法约束的稳定的政治体制，没有肆意侵犯人

民的日常权益。这样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出

现，并持续很长时间。不仅如此，很多时代皇权较

弱，以至于无法在动荡社会强制执行规则。那么，

究竟是什么在制约国家权力？第四，就理想统治的

本质而言，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何种教训？中国

虽发明了现代国家，却无法阻止世袭制度的延续。

中华帝国的历史，可以说完全表现为与腐败的斗争

中维护着国家制度。

传统的中国政府带有王朝的个人性质。政府从

“私人物品”转为“公共物品”，是从新中国引入马

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观开始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马克思主义极具意义。

在对中国的理解方面，西欧社会科学可视为是

一种羁绊。因为他们是以西欧的价值标准，来观察

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西欧

社会科学的影响，并对其表现出很大的适应性，从

而失去了建立属于自己的非西欧式社会科学的精

神。笔者曾经与波兹南斯基教授就儒家经济学的构

建问题进行过建设性对话，了解到中国一些有影响

力的经济学者，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儒家经济学”。

与此同时，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特有的宏观经济政

策展开相关经验性理论研究，而在日本却完全没有

同类研究的征兆。究其原因，欧美学院派学者在思

考学问和创造成果上极为认真努力，而日本的人文

社会科学学者们却不具备这种认真的精神和气质。

特别是战后日本的社会科学学者更是完全没有这种

意识，这令人十分遗憾。战败后，日本经济学者的

思考也有所萎缩，随着世代变化思考的关注点也呈

现窄化态势。

森岛通夫是经济学界京都学派的杰出经济学

家。早在 33 年前，他就在《日本经济新闻》的

“经济教室专栏”中，撰文倡议日本社会科学学者

要构建非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社会科学，但日本的经

济学和社会科学学者们（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学者、经济学家）对此充耳不闻，其后果就是如今

产生了琐碎主义的经济学，而且没有从明治时期以

来的翻译经济学中摆脱出来。而中国经济学的学院

派，通过 40 余年对欧美经济学的模仿学习，如今

正致力于摆脱翻译经济学的束缚，让人深切感受到

这就是历史的复原力量。

A&R 虽然说政治学十分必要，但却看不出具

备相应的政治学知识。他们大概没读过福山的《政

治秩序的起源》，即使读过也完全无视书中观点。

A&R 的逻辑与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相同，

奥尔森认为独裁者一定会制定最大限度的高税率，

而在民主主义政权下，必须争取“中间选民”的投

票，而增税将直接影响选民，因此认为抑制税率使

之低于独裁体制。
[33]

奥尔森以收益最大化原则，假

定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们共通的行动目的，将统治

者都追求收益最大化视为前提，并把新古典经济学

中的最大化原则运用于政治学领域。这是现代的价

值观（这种现代欧洲价值观其破产迹象正在日益显

现），但奥尔森的假设乃是错误的。传统农业社会

的统治者，并未像奥尔森所说那样以最大限度的税

率征税。由于缺乏数据，估算最大限度税率十分困

难。但是我们知道现代以前的统治者，在战时需要

筹措战争经费的紧急事态下会提高税率，战争结束

后又会降低税率。在穷途末路的王朝末期，可能会

制定最大限度税率，而平时的税率则要远远低于最

高值。
[34]

在法治尚不发达的古代中国，由什么来制约皇

权？皇帝对于臣民的控制有一定限度，那么是什么

在限制国家权力？

第一，从执行命令的行政能力来看，缺少为高

效征税而提高行政能力的意愿。儒学认为高税率体

现的是国家腐败。奥尔森模型的缺陷就是未能理解

儒学的这个理论。奥尔森所说的“流寇”，在这里

有一个假设，那就是他们行使垄断的强制权利，尽

可能地攫取最大化的利益。但是，这个假设放在中

国完全错误。如果按照奥尔森的模型，中国皇帝应

该以最大化税率向人民课税。实际上奥尔森模型存

在着时代错误，即将现代经济学的价值观投射到并

不具备相同价值观的社会上。由此，又产生了第二

种限制。

第二，与前现代社会的统治者相同，中国皇帝

的动机不是追求最大化行为，他们仅仅满足于征收

必要的税赋（Herbest Simon，2009）。若按奥尔森的

理论，专制君主完全可以征收最大化税赋，但所有

专制君主都会最大限度地征收重税的想法，显然是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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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明朝（1369-1662）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曾

征收了最大限度的重税。

第三，皇帝为了维护统治，需要委托权力。在

大型组织中，必须要把权力委托给他人。转授权力

的行为，会使组织顶层失去相当程度的控制力。领

土内的重要决策完全由皇帝一人实施，就时间和知

识而言并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统治者。权力的受委托

方在知识方面较委托方占有优势。大型官僚机构中

的权力并非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

像现代的总统和首相一样，中国皇帝也曾直

面官僚违反和反抗命令等难题，但是他们握有现代

行政官员所不具备的手段，比如投狱、对上级官员

施以鞭刑、处死等。但是这些高压方法并不能解决

“委托与代理问题”，即委托者在委任职务时，代理

人往往会优先考虑自身利益，违背委托者的利益。

皇帝与官僚之间就存在上述问题，由于官僚更了解

国家的实情，他不会忠实地执行统治者的命令，会

向统治者隐藏他的不作为。
[35]

四、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发展论的标准模式：

欧美模型亦或非欧美模式

首先参考 C.B. 麦克弗森所著《自由民主的生平

与时代》，先解释下“模型”这一术语。人们为说

明研究对象之间或其内部的对现象做出界定的现实

关系，会构思其理论结构，这就是所谓的模型。历

史变迁的进程中，在与因人想法而变化的现象有关

的社会科学领域，模型即理论构成具有以下两个维

度。

第一个维度，现实为有想法且受历史影响的现

在和过去的人际关系提供基础，社会科学模型不仅

仅停留在现实层面上，而且将这种关系的未来变化

的盖然性和可能性关联起来。模型尝试认识未来可

预期变化的作用力和变化界限。

第二个维度是伦理维度，即它关心什么是人们

期望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确的。“至少在托

马斯·霍布斯以降政治学领域中的杰出模型，在解

释性的同时兼具正当性及示范性。虽具体要素间比

重有所差异，但这些模型均由各种命题构成，比如

何为政治体制或政治社会，它们是如何运行或未能

运行的；为何某些事物是好的，为何享有它或更多

享有就是好事。”
[36]

模型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指摘和

预测功能，如未来变化的盖然性和可能性，什么是

正确的、什么事被期望等。笔者在此也是基于这层

意思来使用“模型”一词。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曾抛出发达国家没必要援

助发展中国家的刻薄言论，其理由是欧美各国基本

上都未接受任何援助就成了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或接受

外国援助是不同维度的问题。然而，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发展，还是应该以自力更生为主要原则。

A&R 乐观地假定，在包容性制度下任何国家

都具备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换言之，虽然包容性

制度和民主主义暂且被区分开来，但在理论上，在

多元的自由民主主义背景下，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实

现持续的经济发展。据笔者的系列研究，至少在经

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过民主主义的方式无法实现

期望的经济发展。通过冷静和透彻的分析，基于民

主主义方式实现的经济发展，虽然是最理想的最好

的，但并不现实。虽然 A&R 所谓的汲取性制度并

不是恰当的表述，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确应依

据明治日本、新加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等国的方

式进行。宏观上看，这些或许是历史的偶然，但他

们的成功确实是源于非自由民主主义的方式。这是

为什么呢？ 

自由民主主义是从现代自然科学机制孕育出的

吗？这是个饶有趣味的难题。假定现代自然科学所

规定的工业发展理论创造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基

础，就能说工业化孕育了自由民主的政府吗？经济

发展水平同民主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关系，对此

有以下三种解释。

一是，美国的社会学者帕森斯认为，只有民主

主义才能调解现代经济与工业化所产生的错综复杂

的利害对立关系。

二是，经济发展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经济的

发展会逐渐使独裁和一党专政衰退，特别是在迫于

运行科技社会的情况下，这种衰退会急剧加速。

三是，经济发展依靠教育的普及产生了坚实

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又构成了健全的民主主义基

础。这是具有说服力的理论。
[37]

A&R 认为，西欧社会科学将发展经济必须同时

实现政治自由与人权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否则就

成了汲取性制度，然而这一前提是错误的。在非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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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自由与人权

同时发展是一个悖论。在各个层面上，非欧美国家

没有“余力”和准备像欧美一样实现所谓的同时发

展。若有“余力”一定为之，正因为缺乏这种“余

力”与准备，所以才是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成功

发展经济，这种悖论便会消除。许多人在媒体上对

此十分敏感，将上述各国视为发展独裁。发展独裁

被认为是缺少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压抑体制，包含着

否定的意味。有人认为发展独裁是“必要之恶”（对

于市民自由主义而言，政府一般被视为“必要之

恶”。此种用语在使用方法上实际是一种误导），这

意味着为了经济的发展必须牺牲政治自由与人权。

但是，即便一时压抑政治自由与人权，也应该隐忍

直至成为发达国家。然而，人均 GDP 若不能与发达

国家并驾齐驱又将如何？拉丁美洲各国就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若按照字面的解释就会如 A&R 所述，

它们便会被视为汲取性国家。

显然仅有“必要之恶”是行不通的，还必须分

析其历史政治构造与未来展望。例如，明治日本之

所以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成功，是因为有经世济民

的政治领导者（旧武士阶级）以及国民接受了政府

权威主义的政治构造。并且，正如日本发展史的研

究所显示的那样，日本管理者并未像微观经济学教

科书中描述的那样只追求利润最大化，反倒是将利

润置之度外，通过进口替代，坚忍的同时举全力培

育国产技术。这已经被明治发展史中的众多事例所

印证。在日本德川时期儒学作为正统学说，在藩校

教育中得以发扬。
[38]

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明治时期的

日本（战后日本亦是如此），以及现在的中国在成

为发达国之前，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主要有以

下几个一般性成因。上述权威主义政府将强烈的经

世济民使命感作为前提，具体表现为：其一、政治

的稳定性；其二、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其三、解决

问题不做宽泛而冗长的讨论；其四、阻断寻租者，

不被既得利益团体拉拢；其五、没有对下届选举中

权力下滑的担忧与恐惧，可以迅速高效地实施政

策。
[39]

若是民主主义政府，都存在着与上述五个方面

的反向因素，由此可以断言，民主主义无法实现经

济发展。即便在成熟的民主主义发达国家，西欧发

明的自由民主主义内部也存在基本缺陷。民主主义

原本不过是在政治上，有意识地引入“敌方”“友

方”的多数人的专制。以个人自由为基础，而历史

上缺少个人自由的社会无法一下变为民主主义国

家。托克维尔说民主主义是个人主义的起源，民主

主义能够诱发个人主义。现代社会中个人自由不

可或缺，个人自由在形成过程中，理想、纪律、使

命、忠诚、美德等要素亦不可欠缺。如若缺少以上

的要素，无论是消极或积极的自由，个人自由均可

能陷入空虚，结果个人活力丧失、政治低迷，从而

危害社会。假如承认这个命题正确，那么为了尽早

成为发达国家，实现某种类型的民主主义，在过渡

期就会对政府权威主义政策予以协作、默认，或是

不予以反对，这才是人们理性的选择。尽可能快速

缓解并缩短生活的痛苦并非不无可能。

像 A&R 那样排除文化因素和地理因素，就意

味着无论是发达国家、新兴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将各国具有相同的经济性质视为前提。由于排除

了各个国家间的历史、特殊性等关联因素，无论是

东亚、南美、非洲、中东、欧洲、北美还是澳洲，

都可以在同一象限内进行讨论。从世界经济秩序形

成的维护者角度来看，这种脱离文化与地缘政治因

素的研究方法，可以量化地俯瞰世界，不过是一种

较为容易的分析方法。

作为一个笼统的方法，世界银行、IMF 等国际

组织出于世界治理的目的，更加迅速而高效地调查

全世界短期经济信息，这种忽略各个国家独特性而

获取数据是必需的。然而，这种方法存在着巨大的

缺陷，即不管怎样增加所观察的经济指标、经济变

量，割舍一国经济本质的分析都是缺乏历史性的分

析，使人感受不到哲学性和思想性的深度。例如，

对中国经济而言，最起码连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思想

都不了解，即便进行了短期分析，也不能称之为有

成果的研究行为。

在中国 40 年持续发展过程中，非同寻常的丰

富的人力资源实际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而这些都是

1949 年以前所积累的，它给中国持续的经济繁荣

注入了活力。尤其到了 1978 年后的初期发展阶段，

这种人力资源优势显现的尤为突出。支撑中国发展

的现行要素有二：一是对政策、制度、战略的正确

运用；二是历史性问题。不具备像中国那样历史优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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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贫困国家，只应用第一类因素恐怕难以取得良

好的发展。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可以转移到其他发

展中国家，这是一种暧昧模糊的观念，因为这些国

家并不具有与改革开放前中国相类似的基本条件。

托马斯·G. 罗斯基在《人力资源与中国长期的

经济繁荣》一文中，将现在中国的发展活力归因于

坚实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和组织能力。这种能力之所

以存在，是由于 1949 年以前中国农村，储备了经

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市场知识和组织技能。
[40]

（就中

国获得长期成功发展的根源问题，2014 年罗兰·勃

兰特、马德斌与罗斯基，提出了很多新的视点，用

以指出过去造成现代化崩溃的诸种要因。）探究明

治时期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就要研究德川时

期日本的各种要素，而探究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的原因，则要研究明治时期日本的各种要素，罗斯

基的研究方向与之相同。

经济循环或经济过程中的“生产、交换、分

配、消费”，以及新古典派所说的“稀缺资源管

理”，与时间和空间无关，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历

史上形成的经济秩序和超越时空的经济过程并不相

同。A&R 认为无论哪个国家，都有着某种制度形态，

历史形成的制度则超越地理上的制约而存在。这一

观点是正确的，问题是 A&R 主张发展中国家如果

不实行包容性制度，就不要期望经济的可持续性发

展。或许，莫如说事实恰恰与此相反。A&R 认为发

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就是包容性政治经

济制度，这一层面的认识是正确的。就像制度派经

济学所证明的那样，制度并不是世界各国共通的。

如凡勃伦所说，制度是思维习惯，根据各国的文化

会有所不同，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制度。如果在思维

习惯相同的文化圈，则有可能产生相似的制度。

笔者提出的“四阶段经济发展模型”命题，认

为非欧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中央集权式的非民主

主义实现经济起飞，同时产生今后成为发达国家的

基础与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权力的领袖具有

经世济民精神就成为必要充分条件。没有经世济民

精神的政治权力就会发展为 A&R 所说的少数精英

阶层对大众的汲取性制度。

一个国家实现经济起飞以后，如果实行包容

性制度，能否像 A&R 乐观地预测那样成为发达国

家，这还不得而知。从经济落后到经济起飞的过

程，是在道格拉斯·诺斯所提出的“路径依赖”理

论下行进的，而由经济起飞向发达国家的行进之

路，存在着广泛的需要考虑的“路径因素”，或者

莫如说很大程度上依赖文化因素。因为实行包容性

制度，反而没能实现持续性经济发展，进而阻塞了

通往发达国家之路，这种可能性其实很高。经济起

飞后引入包容性制度必须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时间

长短取决于该国的规模、历史条件以及国际关系，

特别是爱国主义精英阶层的道德品质在这里将起决

定性作用。发展中国家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就要选

择经历经济发展的阵痛，经历过这段艰难的过程才

能看到成功的希望。从让痛苦最小化、效果最大化

这种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有些人一边做着未来是

否能成为发达国家的美梦，一边逃避当下阶段的禁

欲与痛苦。他们认为活在当下、享受生活才是最重

要的。相反，在儒家社会中，落后国家为了将自己

提升至发达国家水平，政治领导者会拒绝功利主义

思维，希望人民能够禁欲、有所牺牲。其时，政治

领袖必须率先禁欲和自我牺牲，若非如此便采取了

功利主义，即使不是 A&R，也会被其他人视为是一

种汲取行为。因此，发展中国家只要不抛弃功利主

义理论，就无法获得国家经济全面发展的源泉——

资本积累，也无法期待经济繁荣，更不会成为发达

国家。儒家文化圈中的一些国家，不仅是政治领导

者、实业家、知识分子，包括人民在内，都摆脱了

功利主义逻辑这一个阻碍发展的要素，因此成功发

展为发达国家。而如果国民和政治领导者都持有欧

洲那样的功利主义思想，将痛苦最小化、成果最大

化，那么该国就无法摆脱发展的束缚，难以成为发

达国家。

如果这个命题被承认是正确的，并将它作为

一个发展中国家蜕变成发达国家的科学的经济学法

则，那么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阶段，最理

想的状态就是国民一致配合政府的权威主义政策，

或是默认、或是消极地赞成、亦或是不反对、不阻

挠。

欧美模式

通过众多文献可知，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发展论

是以经历过工业革命的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

为模型，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发展政策。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按照这些政策方案，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持续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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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但由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的例子

并不存在。非洲、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概莫如

是。A&R 说，在过去数十年间，尽管在汲取性制度

下实现发展的国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央集权

的国家，比如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布隆迪、埃塞俄比

亚、卢旺达等国，还有一些国家不但实现了中央集

权还向着多元主义的方向发展，比如拉丁美洲的巴

西、智利、墨西哥等国。对此，笔者对 A&R 的见

解无法苟同，对其上述理由，感到十分遗憾。

非欧美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非欧美国家中只有日

本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发展为发达国家。因此应该

从非欧美国家中汲取经验，提出经济发展的模型。

但是，日本的发展经济学者并不重视日本经验，而

是盲目追随在欧美发展模型的框架内流行的产业政

策，在基于进口替代的新结构主义政策失败后，继

续盲从。具有全球眼光的学院派的学说似乎合理，

对于欧美模式的追随，实际不过是对其滥用而已。

其原因就在于，日本资本主义论乃是出自马克思主

义讲座派和劳农派。阅读他们的作品，只能从中得

到明治日本实施的乃是一种剥削体制的印象。讲座

派和劳农派，只是关注明治、大正时期日本资本主

义阴暗的负面内容，在人们心中留下阴暗的印象。

这样谁都不会想以日本经济发展史为基础总结出经

济发展模式。

约翰内斯·赫施迈尔等在《工业化和创业者精

神》一书中，用实证的手法挑战了马克思主义讲座

派（山田盛太郎、野吕荣太郎等）和劳农派的日本

资本主义观。认为英国、美国、德国资本主义的中

坚力量是市民阶级，而在日本则为知识分子。赫施

迈尔的观点一定触动了汉字圈、儒家文化圈中很多

人的心弦。笔者也不同意讲座派和劳农派的日本资

本主义论，话虽如此，笔者同样不赞同无指向型的

日本资本主义理论，因为该理论不过是网罗了实证

主义理论中相关事实问题予以指摘而已。

“日本多层经济发展模式（MMED）——东亚

模式的原型”，
[41]

是基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

将发展模式公式化的一种理论。现在如果将此应用

于儒学的“正名论”，那么比起“多层经济发展模

式”，笔者认为“四阶段发展模式”的说法更为准

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模式，集中体现在

如今距发达国家仅差一步之遥且奋进中的中国模式

上。明治和大正时期日本的发展模式特点是导入自

由市场及产业政策，战后日本的第二次发展模式也

被称为高速增长期模式，主要特征是收入倍增计

划、列岛改造计划等。作为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

政策看起来就像是对日本前述两个阶段的压缩版

本。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者都反对池田勇人的收

入倍增计划和田中角荣的列岛改造计划，但在那之

后也没听说哪位经济学家做了理论上的深刻反省。

战后日本经济靠朝鲜战争中的“特需”得以复苏，

又靠越南战争中的“特需”进一步发展，但如果没

有收入倍增计划、列岛改造计划，就不会实现高速

增长。

A&R 认为中国是汲取性制度，对于中国的发

展也十分关心。中华帝国在古代强盛一时，进入 19

世纪受到了欧美的沉重打击，被欧美先进的军事技

术和资本实力所压制，与西欧现代繁荣相比可以说

是停滞了 100 年以上。拥有伟大文明的中国，所受

欧美文明的侵略和冲击，其程度之巨，是外国人无

法估量的。现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很敏感，在处理

国际关系时依然存在影响。21 世纪的中国，正不断

恢复着中华帝国时代的文明，表明绝不再重蹈 19

世纪的覆辙。

接着对 A&R 的中国经济论做以考察。A&R 说，

首先“如今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亦如当年鼎盛时

期的苏联仍是汲取性制度，是国家控制下的增长，

几乎看不出向包容性政治制度转变的征兆。”“像韩

国那样的转型看起来并非不可，但希望渺茫”。问

题是，鼎盛时期的苏联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

政治意识形态性质截然不同，而 A&R 却将二者等

同视之显然是一种错误认识。中国的毛泽东路线

向邓小平路线的转换，也是从重视生产关系到重

视生产力的转变，其结果就是进一步强大的今日

之中国。

邓小平用全新的理论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与经济改革相比先进行了政治改革。他认为，向市

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决定因素是政治，不是经济学家

的建议。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东德被西德兼并

时就是政治先行，苏联、中东欧各国也是一样。一

国在处于巨大转型期间，目光狭隘的经济学家没有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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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用处。如果说哲学将人的生活方式和现代世界

概念化，那么在这个历史性巨大转型期的世界，比

起那些被称为具有科学性的事务主义专家，更需要

可以将现代世界概念化的优秀哲学家。现在，世界

范围内无论“战略”是否是失败的，“战略”一词

都在不断泛滥。全球化最大的悲剧与不幸持续了 40

余年，就是由于没有引入新的哲学，盎格鲁 - 撒克

逊的世界，经常无视经过深思熟路的观念便倡导全

球化。
[42]

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战略”这种浅薄词

汇，而是深刻的哲学。这种哲学要经历过历史的考

验，充分考虑历史因素，并从现代的角度重新解释

世界，如今有必要基于这种哲学，重新构建世界秩

序体系。问题是，我们应该基于何种哲学来建立世

界秩序呢？

五、儒家经济学的构想与小野进“四阶段经

济发展模式 (FMED)”

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业已实现现代化

的中国其未来本质上也将是西欧化。所谓现代性

(modernity) 是西欧的一种革新。
[43]

在人类历史上，

“现代”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可作为基本问题的战

争与和平，至今一个都未能解决，甚至是失败的。

非西欧地区也是模仿西欧的“现代”模式，而且这

种模仿还在持续。但除了技术以外，我们看到“西

方现代”时期已经过时了。

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培根、克尔凯郭尔

等人的观点被认为是对现代性内涵做出相关解释的

四个流派，这些讨论的焦点都基于自我或个人的观

念。西方现代就自我创造的文化解释，是多种文本

的交织和融合。

这里，还需要对“现代”和现代化之间的关

系做以区分。现代化 (modernization) 通常是指资本

主义的兴起、合理性和世俗化的成长，近来也将

它同城市化、工业化联系起来。
[44]

或者说，“现代

化”是基于技术和权利的民主主义。其特征在于自

由企业资本主义。
[45]

进一步说，也许还要加上线

性式进步的历史观和民族国家、国际条约和国际

组织。
[46]

如上所述，现代化的含义在语言文化中

性（culture-neutral）上比较容易概括。现代化与西

化（Westernization）是否等同？若二者等同，又何

以致此？“现代”的哪个侧面是在“现代化”过程

中实施的？“基于权利的民主主义”在思想和行动

的规范中强调个人自律。权利与自由首先是由个人

所有，而并非为共同体所有。资本主义从具有需求

和欲望的个人观点出发，促进了对社会做出主要规

定的经济人的愿景。个人自律的价值受制于经济竞

争因素，这种竞争将导致共同体社会的体制基础遭

到严重破坏。

技术是生产与自我主张的工具，技术支配人类

的环境，受支配的环境由个体满足构成也正是源于

此。技术进步功能中最主要的效果之一，便是公共

领域的收缩与个体领域的膨胀。不断改善的生活成

为个体满足的特征，进而取代公共义务。其结果，

（认为技术进步）从原理上说是由物理上和道德上

的限制实现自由的笛卡尔自我主义，实际则是空间

与时间转换上破产的唯我论。
[47]

最近，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被视为伟大的技术而广为宣传 , 但这些技

术越发展 , 人类会越发丧失道德 , 进而将坠入使笛

卡尔自我主义失败的唯我论陷阱之中。

有关“现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解释，出

自约翰·洛克、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以及卡

尔·马克思，他们都采用经济学观点阐释政治领域

的问题。以洛克私有权作为模型的财产解释，给贯

穿至今的主题——自我客体化以全新解释，休谟和

斯密更是深入地讨论了洛克的解释。休谟假定洛克

个人心理和个人财产之间存在直接关系，据此认为

是否拥有财产，会左右骄傲、嫉妒、爱和憎恶等情

感。斯密随后突破了休谟以情感实现自我理解的理

论，细化了自我的客观性。穷人的财产靠他们灵巧

的双手获取，其分工论从专业化的观点细分了自我

客体性。斯密还将私利和竞争引入经济分析，使这

两个要素有利于财产和生产手段的占有，导出了通

过竞争和分工转型为能够调节工人阶级的功能。马

克思的观点是经济学关于“现代”议题讨论的最后

一个变种，他试图对洛克 - 休谟 - 斯密的解释提出

另一种阐释，这作为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在

欧洲知识发展史上是罕有的经典理论之一。马克思

认为，通过财产实现自我客体化，是将自己视为非

人类对象的疏远过程。尽管如此，在自我创造中却

不否定财产的功能。洛克、休谟以及斯密，包括马

克思，他们各自视为核心进行讨论的都是财产与自

我的关系。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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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必然趋势，是作为

中国社会基础的社群主义假定将面临严重威胁。尽

管如此，关于中国的现代化，霍尔和埃姆斯依然持

有这样认识：若我们不能假设在有关中国的解释

中，发现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主流观点相等

同的东西，那么认为很容易地把西欧的合理主义和

自我意识翻译成中文的惯用词语，乃是很天真的想

法。
[48]

中国在吸收西方“现代”模式的同时，或是正

在推进中国创新或儒家创新，或是打算这样做。冷

战结束之后是日本开始创新的绝好机会，但日本放

弃了机会，这是日本知识分子缺乏想象力的缘故。

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公共福祉，进而实现社会

正义，这些对于“仁”的实现具有伟大价值。
[49]

首

先 , 这种功利主义的目标，若没有道德培养将无法

达成；其次，与功利主义的成功相较，拥有“仁

心”更为重要；再次，若背离了仁，则阻碍重构世

界和平与和谐的尝试。
[50]

霸道是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假借道德面具行

强权政治之实。与其相反，王道乃是为人民利益而

排除强权政治，推行真正的道德政治。孟子的王道

是排斥战争的政治，最初并非主张绝对的非战论，

而是不主张为了富国强兵而虐杀人民。明治以后，

在“现代化 = 西化”的发展过程中，儒学促进了表

层和深层间的相互渗透。在表层，从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期到昭和初期，儒家思想——“仁”的思想，

被看做是落后的意识形态而遭到排挤和边缘化，儒

学呈现出荒废状态。提倡“仁”的儒学被边缘化，

可以看作是昭和初期对中国侵略的根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在一定管辖

权的领土内享有垄断力量。垄断力量，与其说是国

家的目的莫若说是手段，其目的是抵御外部对国家

主权的威胁。此外，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若存在对抗

团体及暴力组织，便不能确立永久稳定的统治。因

此，为了实现仁，即使是儒教国家，不论是民族国

家亦或是文明国家，也无法避免“垄断力量”。另

外，战后左派和自由主义派，对战争中的法西斯主

义家庭国家论批判不已，认为其与真正意义上的儒

学家庭国家观是似是而非的。

（一）儒家经济学的视角：儒学的正义观与功

利主义、自由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比较

儒家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当属陈焕章于 1911

年出版的力作《孔门理财学》。
[51]

陈焕章是一位可

以直接接触到清朝慈禧太后和大臣的高级官员，康

有为等人的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陈焕章赴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留学。陈焕章的儒家经济学，追求与亚

当·斯密经济学的同一性。笔者和波兹南斯基教授

的系列儒家经济学研究，便是以陈焕章的开拓性研

究为起点 , 但又与陈焕章的意图有所区别，是要尝

试追求、构建和发展更高层次的儒家经济学，它与

亚当·斯密经济思想及其经济学不在同一维度。

美国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

在《正义：该如何是好》
[52]

一书中，探讨了三种接

近正义的方法：（1）将正义作为功利主义的福利或

者使幸福最大化来考察；（2）将正义作为向自由和

人类尊严表达的敬意来考察；（3）重新认识亚里士

多德关于正义是德 (virtues) 的思想，将正义作为值

得表达敬意、给予奖赏来考察。

桑德尔和德安博等学者所著《遇见中国：迈克

尔·桑德尔与中国哲学》
[53]

一书中收录了黄勇教授

的论文——《作为美德之正义，依据美德之正义，

关于美德之正义》，该文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四

点不同进行了如下论述：

儒学关于德之“正义”概念，与桑德尔遵循亚

里士多德的“正义”概念之间有着微妙但又极为重

要的差异。

第一，儒家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应让有德

（美德）之人拥有政治权力，但他们的理由却不尽

相同。桑德尔强调，这些职位的存在，是为了认

可、奖赏和尊敬有道德之人，这与亚里士多德对

长笛的分配使用进行类比就会一目了然。我们可能

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将最好的长笛分配给最优

秀的长笛演奏者。但是，原因何在呢 ? 桑德尔抛出

问题，并自我作答，因为最优秀的演奏者能够出色

地演奏长笛，创造人人喜爱的音乐。这种解释带有

功利主义的意味，但是最好的长笛应该由最优秀的

长笛演奏者使用的主张，也带着亚里士多德式的解

释。儒家主张让有德之人享有政治权力不是为了给

他名誉等，而是因为能够使他们更好地发挥其使别

人有德的作用。有德之人之所以有德，并不是因为

他们寻求认可、得到奖赏和获得名誉。即使对亚里

士多德来说，这些也不是本质的问题，而是庸俗的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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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爱者 (vulgar-self-lover) 所追求的，真正的自爱者

(true self -lover) 愿意在必要时对这些外在的东西欣然

做出牺牲。

第二，儒家让有德之人掌握权力，并使人们成

为“善良”之人的观点，包括桑德尔在内的亚里士

多德主义者可能也不赞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要

有道德靠说教无用，多数人不具备羞耻感，仅仅是

屈服于恐惧。人因卑劣而无法停止恶德。对多数人

而言，服从的是命令而不是说教，是惩罚而不是高

尚感。因此，要阻止恶德只有靠惩罚的威慑，政治

领袖通过制定法律来完成他们使人有德的工作。亚

里士多德认为，对于自由社会中的许多公民而言，

道德法律化这一观念是令人极为厌恶的，桑德尔对

此表示赞同，否则将会陷入缺乏容忍和强迫的状

态。于是，社会兴起了“正义社会”的政治运动，

正义社会认可某些美德以及完满生活的观念。那

么，“正义社会”是否追求推进市民的道德呢？儒

家同意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使人民有德

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也同意这项工作纯粹依靠

议论和说教无法实现。然而，亚里士多德主义中通

过刑罚使人有德的观点，则与儒家格格不入。

第三，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儒家学说的不同，是

亚里士多德强调立法者因制定刑法而具有的重要

性。这些刑法不仅能阻止人们的恶德恶行，而且还

能塑造人们的道德。问题是，哪些人胜任立法者 ?

为了得到政治权力的认可及给予报酬、名誉，人们

应该具备何种道德？对于儒学来说，政治领袖要培

养人们的道德，不是靠政府制定的法律，而是靠

其自身典范性美德来实现。“Govern”对应的汉语

是“政”，在汉字里与拥有纠正意思的“正”一词

发音相同，作为词语属于同一词源。孔子认为，政

治领袖必须具有的德，应该是他们希望人民拥有的

德。如果政治家想让人民正直，自己必须率先表现

正直；如果想要人民正义，自己首先要拥有正义之

德。桑德尔及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认为，给人们以名

誉、认可和奖赏为目的的德，莫如说是一种立法能

力和技能，是对人们道德上 ( 如正直、仁、正义等 ) 

的法律审查。桑德尔将这种德称为“公民美德”。

撰写此文的黄勇教授认为，应更准确地将其称为

“治国之道”。

第四，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点是什么？儒

家的观点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利益再分配理论，也不

是功利主义，而是在精神层面得以恢复。亚里士多

德坚持正名之正义和再分配理论，这与功利主义相

对应，目的在于实现最初的平等。儒家理论，虽然

也关注利益的分配正义，但在修正不正义的结果上

二者有所不同，其目的在于矫正非正义行为、不道

德行为的源头。

笔者将正义视为“互惠”来考察，第四个方

法就是“儒家思想”的方法。笔者的儒家经济学

尝 试， 就 是“作 为 正 义 的 互 惠 系 统（a system of 

reciprocity）”。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家庭对积累财富的方法感

兴趣，追求家政（Oikonomia）的利益。
[54]

竞争即由

此而来。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派经济学，支持为有

效分配稀缺资源而促进竞争的观点。竞争，一方面

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产生失败者，败者往

往沦落为弱者。难道我们能说，在竞争中输掉后便

无计可施了？不能因为像竞技体育一样输了就结束

比赛。那么究其原因，极端地说，这是生死攸关的

重要问题。儒家理论认为必须减少竞争，当然这不

意味着废止竞争，为了实现仁，要向政府提案加强

对消费、生产和分配等进行管理的行政法规。儒家

的理想是追求王道，这是为了追求一种没有偏向、

自私好恶、不公平、曲解及片面的标准。扶植一个

君主，他就是人民的保民官（tribune），在人民为生

产而劳动时，君主必须帮助他们。君主应该制定普

遍的平等的法律用以援助弱者、抑制强者。上述概

念，被儒家普遍认可。然而，实际上旧中国的政府

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政策干预人民的经济生活。
[55]

中文里的“义”十分复杂，并不等同于西方

人发明的“正义”(justice) 概念。所谓“义”，是人

在“伦理上应该做什么”的概念。柏拉图时代以

后，关于正义的思想史，在基于相互依存性的理解

和目的论的理解之间始终存在分歧。一旦抛弃作为

正义观之根基的相互性，就像休谟和他的继承者亚

当·斯密等人，将正义重新定义为发挥作用的工具

时，相互性在关于正义的理论思考中便会理所当然

地被边缘化。

基于相互性的正义论，与约翰·罗尔斯提出

的在英语圈里统治 40 余年的 “公正正义”理论有

所不同。
[56]

互惠性的正义理论，与公平的正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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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及社会正义思想不同。正义即互惠，所有人在

价值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能力上又是不平等的。由

政治上、经济上和知识上有能力的人掌权，就会产

生种种差别，形成“权力分层”。但是，这个权力

分层并非根深蒂固。众所周知的美国社会学家塔尔

科特·帕森斯，公开提出了分层的“普遍合理性”，

在社会生活中共同认知、理念及对人物的评价，均

以阶层秩序为基础。这与自然的不平等或者权力的

分配是两码事。一切行为都会被价值、目的所导

向，一切行为都是选择的过程，因而成为评价的对

象，这种评价也在社会体系的框架中进行。这将带

来两个结果：其一，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必然接

受这样的评价；其二，若没有价值标准，就不能构

成“共同的价值体系”。这种体系，由其内部展开

的行为性质产生。
[57]

仁即爱（爱或者仁慈）。仁在家族内部是孝之

源泉 ( 孝心，作为子女乃是理所当然之行为 )。
[58]

仁

是目的，互惠是实现仁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互

惠则成了手段。理想的行动，被赋予了忠和恕的特

征。同时，理想的行动由仁、义、礼、智、信、忠

所支撑，仁表现了与他者之间适当的关系。儒家的

观点认为，人与人之间在相互依存关系下行动。但

是，作为相互依存性的“互惠”，一方面带来理想

的人类行动，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竞争，因此常常

暗藏着导致相互习惯、颓废和堕落的倾向。因此，

“互惠”中同时存在着积极与消极、好与不好的两

面性。在主流派经济学和功利主义中，认为“互

惠”在正义中已经被边缘化。现代以前，知识分子

深度参与统治，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在现代，经济

结构发生变化，商业精英社会地位较高，他们必须

与传统的统治阶级共享经世济民精神。

笔者的儒家经济学，是把儒家经济学中所有

要素统合为一个体系的原理，设定了将“互惠人”

（Homo Reciprocans）作为基础，新古典派经济学的

体系则是将“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作为一

般公理。为构建取代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儒家经济学

体系，与之不同的公理是绝对必要的。因此，笔者

一直在思考应该用何种公理进行表现。关于“互惠

人”的概念，1998 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

斯和赫伯特·金蒂斯提出，同年奥地利经济学家恩

斯特·费尔和西蒙·格什特发表在《欧洲经济学评

论》杂志上的《互惠与经济学：互惠人的经济学意

义》一文中也使用了这一提法。笔者从上述学者的

研究里，了解到并借用了“互惠人”的概念。鲍尔

斯和金蒂斯将“互惠人”作为可持续性再分配的动

态基础，当作与责任、义务并不平等的互惠概念来

使用。费尔和格什特将“互惠人”视为规范执行者

（norm enforcer），认为邻居、家庭、职场的社会关系

不受明确的意向支配，更重视社会性规范的控制功

能。笔者认为的儒家经济学中“互惠人”的意思，

基本上是二者兼具。

因此，作为公理或者核心思想设定一个“互

惠人”的概念，并系统展开的儒家经济学，实际上

是与设定“经济人”概念的新古典派经济学体系有

着具体不同的系统。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严厉批评

经世济民概念，认为它是缺少竞争性价格形成的理

论。与此对应，儒家经济学可以提供的不是“竞争

性价格”，而是企业如何设定资金和服务的“公平

价格”。
[59]

（二）FMED 结构 :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

国家，政府的作用均不可或缺

不忠诚于国家和政府的市场支配着现代世界，

不道德的市场也成了国家的支配者。

1980 年前后，英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撒切

尔 - 里根政权诞生。自那时起在经济学界的学术

研讨会上，很多经济学者、新闻记者、经济评论

家，就一直在讨论“政府对市场”“国家对市场”计

划以及“政府还是市场”等话题。新古典派经济学

重视放宽限制的市场，尽管凯恩斯经济学采用短期

分析的方法，但较之市场更重视政府的作用。迄今

为止，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运行，基本潮流便是重

视具有放宽限制、紧缩政策特征的自由市场。当今

世界陷入了最糟糕的状态，“市场成了全世界真正

的支配者，它把选民当作消费者，把政治领袖当作

隶属于市场的公司员工。市场甚至改变了时间的概

念。”
[60]

儒家经济学并不考虑上述“是政府还是市

场”之类二选一式的简单选择。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史，或许可以不

甚恰当地比喻成二级火箭结构。“准市场经济”系

统作为第一级火箭获得发展，泡沫经济崩溃后，日

本经济为了进一步持续增长，应该让第一级火箭

脱离，点火作为推进力的第二级火箭——“市场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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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小野進「日本の多層的経済発展モデル（MMED）：東アジア·モデルの原型」，2007：23.（MMED を

FMED に修正）

经济”。不过，二级火箭结构虽然废掉了一级火箭，

但并非完全将之剔除，作为第一级火箭的“准市场

经济”还继续存留，才是二级结构的特征所在。也

就是说，不会考虑是“市场经济”还是“准市场经

济”，日本经济发展史作为系统即构成了双重结构。

日本经济发展史的双重结构特质，在于长期的具有

决定性的政府作用 ( 如产业政策等 ) 与新古典派的

竞争市场要素同时共存。“市场经济”中也不单单

是凯恩斯式的短期的政府作用，而是强调长期的

政府作用所具有的重要性。“准市场经济”的情况，

从经世济民立场，特别是在起步阶段发挥政府的决

定性作用非常重要，但竞争性市场的作用也同样重

要。
[61]

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结构也是二级火箭结构即

双重结构。

在儒家经济学中，“市场经济”与“准市场经

济”要素始终同时并存。

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一改德川时代的锁国政

策，采取了改革开放政策。从对外贸易角度考察经

济发展与日本经济发展史的关系，有以下几种经济

发展模式。对此，笔者撰写了系列论文，在论述中

分析了明治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地区完成

了经济起飞，并关注它们进入发达经济体轨道的经

验，因此提出了“多层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型 ,

必须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纳入进来。

目前，中国 GDP 是世界第二位 , 人均 GDP 尚未达

到发达国家水平，虽然困难重重 , 但不久的将来一

定会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主流经济学将上述经济体的成功归因于他们的

出口导向贸易战略，该战略遵循了自由市场、国际

贸易的比较优势原则。若自由贸易体制的美国不接

受这些国家的出口，就不会有他们成功。所以这些

出口贸易战略必须要以美国接受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为前提才能成立，当然对美国而言，具有从海外进

口三倍于国内市场的进口产品能力也是一个前提。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表１ FMED 与雁阵模式发展论的比较

FMED 雁阵模式发展论

理论前提
①否定比较优势原则

②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产业发展
肯定比较优势

第一阶段
推行消费品进口替代的同时，

开始替代生产资料、中间产品
结束消费品的进口

第二阶段

完成消费品进口的替代→消费品的出口（在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实现这种出口导向非常困难）

生产资料、中间产品进口替代的开始，即第一阶段的

继续。部分生产资料、中间产品进口替代的完成，或

许可以着手出口事务。

完成消费品的本国生产

第三阶段

完成从第一、第二阶段开始一直持续的生产资料、中

间产品的进口替代→生产资料、中间产品的出口导向

(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 与对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及出口导

向相比，对生产资料、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及出口政

策更加困难 , 因为不能确保在全球市场成功）

同类消费品的出口超过进口：确

立出口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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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具有合理性，同时也存在几点错误：

第一，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和进口替代政策保

护产业、培育出口产业，进而能制造出通行于世界

市场的产品；第二，这些经济体并非仅通过出口比

较优势产品赚取外汇，来充实工业化的原始资本；

第三，即使能够通过出口消费品的比较优势产品赚

取外汇，但一国若没有政府的产业发展计划，重工

业就发展不起来。另外，对民间企业而言，经营者

抱着以进口替代政策来实现国产化的气魄，开始实

现了重工业的发展，如明治初期三菱创始人岩崎弥

太郎便是一个例子。因此，缺少这些就不能使重工

业获得发展。

关于 FMED 结构，笔者发表于 2007 年的论文

中有详细论述，在此简单做以说明。经济发展的结

构大体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面向国内市场的最终消费品的进口

替代。作为进口替代政策的手段，政府使用关税、

进口数量限制、补助金、外汇配额、银行信用配

额、减免和优惠等措施。该战略在集中于生产最终

消费品的同时，还将启动针对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

的进口替代措施。

第二阶段，从最终消费品的本国生产阶段向出

口导向阶段过渡。同时既是继续第一阶段的生产资

料、中间产品进行进口替代，也是这一内容的新开

始。

第三阶段，侧重于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的出

口。

第四阶段，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在全球市场出

口导向战略的成功。

如上述，从经济发展要素来看日本经济，其经

济体制具有双重要素的同时，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

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由“四阶

段经济发展模式”这一复杂的要素组成，这种模式

并非像欧美模式那样，即将引导经济发展的功能完

全赋予市场或政府的简单模式。

总结一下表 1 呈现的雁阵模式发展论。从结

论而言，雁阵模式发展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之所

以如此论断，因为明治以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工业

化，是以否定比较优势原则为出发点，雁阵模式发

展论的理论错误，则正是以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

比较优势为前提，而日本的贸易政策和工业化并不

具备那样的经验。检验经济发展模式完全没问题，

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模式，因为它缺乏理论上的说

明，而这恰恰是我们所要获知的内容。

（三）国家衰退的要因 : 企业和个人对国家的忠

诚丧失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和世界秩序陷入功能性缺失

的迹象不断显现，而这并非源于 A&R 所说的原因。

A&R 认为在汲取性经济制度下 ,“无法产生对国民

储蓄、投资、革新等必要激励”的汲取性政治制

度 ,“通过巩固以占有而获益者的力量，来支撑这

种经济制度……国家衰退的背后 , 总是存在汲取性

政治、经济制度”。“例如 , 衰退往往表现为缺乏充

分的经济活动，原因就在于政治家们乐于占有资源

和财源，并对威胁自己和财界精英的所有形式的独

立经济活动进行打压。”
[62]

阿根廷、哥伦比亚、埃

及、津巴布韦、塞拉利昂、安哥拉、尼泊尔、苏丹

等国莫不如是。

A&R 也承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需要

中央集权化的政权。历代王朝自然是专制国家，并

将现在的中国定性为汲取性制度，在承认中国实现

了惊人发展的事实基础上，却未对其核心理论予以

说明。A&R 对其理论的大体解释也十分有限，无非

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张力下，少数精英层为了自身利

益而积累资本并剥削民众。

要对此做出回答，首先必须考察在中国如何理

解国家概念、国家功能，以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这是个有分歧且比较复杂的问题，下文简单作以介

绍。

（四）孟子关于国家概念和国家功能的阐述 : 孟

子的政治学原理

小岛佑马认为，基于孟子思想的中国文化与基

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欧洲文明比较，二者本来就有

所不同。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大致是以孟子思想为基

础的共同社会，欧洲现代社会则是以亚里士多德思

想为基础的利益社会，立足于人权思想然后利用基

督教弥补其缺陷。
[63]

历史学领域的京都学派学者内藤湖南，以前就

坚持一种观点，即传统中国原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国

家功能。但是，孔子本身持有管理国家的思想，并

思考了管理的三个阶段。第一，增加人口；第二，

使增加的人口富足；第二，教化富足的人口 (《论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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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子路第十三 .9》)。

1. 国家的概念

国家不仅源于人类的本性，也是人类需求的必

然结果。孟子对国家本质和功能做了如下阐述：

（1）“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

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章句下·第二十八

节》)

（2）“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

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

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

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章句下·第二十八

节》）

（3）孟子去齐国的平陆，与当地治邑大夫孔

距心论政。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

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

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於沟

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

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

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

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

心之罪也。”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

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

“此则寡人之罪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第四

节》）

（4）孟子认为，所有的权威均来自于至高无上

的天。权威由上天赋予人类，除此之外，当权者不

论是君主还是政府官僚，没有统治人民的权利。但

是，如此一来，便产生了问题，即如何知道上天的

意志？《孟子》万章章句上第五节给出了答案。万

章章句上第五节的内容含义深刻，主要思想是，当

政者由上天选择，根据人民的意愿任命。当政者的

权威是被赋予的而非源自自身，不能移交，更不能

将权威授予谁。孟子的理论，认可恶政者强行退

位，根据很多实例，可知弑杀暴君也被孟子认为是

正当的 ( 在现代民主主义中，即使当政者愚笨且不

尽如人意也不能强制其退位。)。王道的唯一目的，

就是人民的福祉。在一定时期内，当政者是否能维

持王权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见，人民的呼声即上天

的声音是孟子的政治原理。

（5）当人民被理解为群众的时候，就无法使人

民的行为一致。一些欧洲的政治思想家们称人民政

府为多头怪物 (the monster of many heads)，人民政府

通过该国群众的意见来体现其存在价值，实行的并

非天意，那么谁能执行天意 ?

（6）孟子不承认现在常说的平民主义。作为

人民代表的当政者被驱逐，悔过之后重新回到了原

来的地位，人民便满意。“公孙丑曰：伊尹曰：‘予

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

反之，民大悦。”（《孟子·尽心章句上·第三十一

节》）有伊尹那样的意图，就可以；没有伊尹那样

的意图，那就是篡位。孟子表示，像伊尹那样，毫

无私心专念天下者尚可，但并无伊尹那般心意者，

其鲁莽行为则不被同意。

（7）“民 为 贵， 社 稷 次 之， 君 为 轻。”（《孟

子·尽心章句下·第十四节》）孟子认为人民是国

家最重要的因素，当权者是最渺小的存在。同时在

《孟子·梁惠王章上》中，孟子还指出国家必须为

人民的利益做出牺牲，统治者不得伤害人民。

2. 国家的功能

国家功能可以从国家目的推导出来。关于国

家目的，孟子将之理解为是由人的道德本性发展而

来。然而，孟子认为，不应该把国家目的仅仅理解

为为了扩大国家生活的整体发展，而实行一般的国

家干预。孟子主张的国家目的，在于根据预期的诸

种条件来促进道德发展之义务这一点上。儒学思维

方式里的国家干预，取决于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

有着大小强弱的变化。

在西方经济学中论及政府规模时，人民大众道

德水平状态的好坏是一个前提。在大政府亦或小政

府的讨论中，不存在某国人民大众的道德水准高，

而其他国家差的无药可救。这是包括从亚当·密斯

到马克思、凯恩斯，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西欧

式社会科学的重大缺陷。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亚

当·斯密撰写“股份制公司论”时——1775 年英国

的道德状态有如下论述，“无法忘怀的是，不要说

公共精神，当时英格兰的道德风气也极差，恐怕与

查理二世时代相比还要差。”
[64]

Francis C.M.Wei，从孟子的言论中提炼出他关

于国家功能的观点，归纳总结出以下 13 个方面：

（1）满足人的需求。孟子曰：“易其田畴，薄

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

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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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

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

子·尽心章句上·第二十三节》）

（2）对人民大众经济福祉和物质安全的保障。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孟

子·梁惠王章句上·第三节》）

（3）救济弱者。“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

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

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五节》）

（4）充满感情的制度之构建及完善。“是以惟

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徒善不

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章句

上·第一节》）

（5）指出国家真正的灾难体现在，“上无礼，

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章句

上·第一节》）

（6）关于国家、战争以及作为统治阶层政治

家、官僚的作用。“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

‘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

之世。’……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

於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

道， 志 于 仁 而 已。”（《孟 子· 告 子 章 句 下· 第 八

节》）如果认为通过发动无谓的战争扩大领地，才

是臣子的义务，乃大错特错。

（7）强调道德比法律更为重要，当然这并不意

味着法律并不重要。“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

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章句

上·第十四节》）

（8）人才的发现与配置。为了天下获取人才叫

做仁，最为珍贵也是最难的就是仁。为了天下发现

杰出人才的正是仁，这对尧舜而言也是最难的事。

像尧舜这样的贤王，也总是为这件大事而劳心费

力。

（9）小国要展现出比大国更强的软实力以达

成安全保障，并必须成为大国之师。腾国虽小，要

成为天下之王者或许很难，但“有王者起，必来取

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三

节》）

（10）贤者的作用。“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

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

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孟

子·离娄章句下·第七节》）

（11）对成果的回报。应该对功绩给与相应的

回报。“孟子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

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彭更曰：

‘食志。’孟子曰：‘有人于此，毁瓦画漫，其志将

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彭更曰：‘否’。孟子曰：

‘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腾文公章

句下·第四节》）

（12）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孟子曰：春秋无义

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

不相征也。”（《孟子·尽心章句下·第二节》）

（13）仁比战术、战略更为重要。孟子曰：“有

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

仁， 天 下 无 敌 焉。”（《孟 子· 尽 心 章 句 下· 第 四

节》）

（五）在中国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有人认为中国人具有集体意识，相反也有人认

为中国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两种观点和谐共存。然

而，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矛盾。

要想解答这一矛盾，必须抛弃先入为主的固有观

念，对中国式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在儒学传统中，让美德归于国家及官僚，鼓

励个人对家族、宗族、政府所代表的集团利益表示

敬意，这是对个人的让步抱有期待，认为个人价值

较低。同时，在儒学传统中，最高理想是无私无

欲（selfless），终极罪恶是自我本位 (selfishness)。
[65]

中国人比起向国家提出各种要求，各利益共同体

(associations) 更倾向于从国家寻求对人民大众的保

护。
[66]

一直以来，西方根据西方式规则建立了世界秩

序并对世界进行支配，但西方在维护世界秩序的推

动力方面已经开始显现衰退迹象。规则由理想、经

验以及习惯的要素构成。由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

具有自由民主主义特征，这种规则正在持续衰退，

将来要回归到中国式儒家民主主义体制，它包含了

儒学经验传统和普遍性概念的“仁”以及现代重新

定义的“礼”，这一归回也将形成理想的世界秩序。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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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 Economic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Development Theory

— Criticizing "Why Nations Fail: Origins of Power, Poverty and Prosperity "

Written by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Based on Confucian Thought

Ono Susumu

Abstract： Based on "Why Nations Fail: Origins of Power, Poverty and Prosperity " written by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 and criticize the main viewpoints of wester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limitations revealed in the fa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and analyze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economy based on the Confucia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oughts and the brief Confucian 

economic framework that has been constructed. This further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 economics.

First of all,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ment idea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general premise and 

methodology of the above works are discussed. Secondly, the limitations of the Western institutional determinism 

are further analyzed,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re compared, and the economic concepts 

in Confucianism are discussed. Connotation,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Eastern development system derived from it; 

again, analyzing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and Chinese systems by Western social science theory, which not 

only affects it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but also affects its own development; Fourth, taking Japan's development as 

an exampl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Eastern development model does not follow the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summarizes the new development theory model according to the Japanese development facts. Finally, 

while further expounding the new development model, from a deeper level Analyze Confuci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ideas and their modern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onfucian Economics；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 Western Developm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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